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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伴随着问候，是他
招牌式的有力的握手。

他是德高望重的院士，曾担任过大学校长，
获得过何梁何利奖。不过，这些名誉并没有让他
拒人于千里之外。朴素、平易近人，是他给记者
留下的印象。

从 1952 年至今，他从事矿床学教学科研工
作已超过一个甲子。得益于数十年来野外地质
工作的锻炼，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他依然身形健
朗，精神矍铄。

他曾有一个理想，一生研究 500 个矿床。这
个数字现在已达 450 多个。他说他还没完成任
务，还有 40 多个矿要看，还要继续研究。

为了梦想，84 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翟裕生
依然如 60 年前的那个“毛头小伙儿”一样，出野
外，下矿井，钻坑道，实地为矿藏“把脉”。

从“无关雄心”到临危受命

中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对翟裕生的成长产
生了尤为深厚的影响。至今他还记得语文老师
裴学海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他取字“慰
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服务广大民众为己
任”。

“一开始我并没有像裴老师所期望的那样，
因为裕慰苍生的崇高目标与雄心壮志才选考北
大地质系。”翟裕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
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学地质能接触大自然，可以
游山玩水，走遍祖国名山大川。

随着对地质学的逐渐了解，翟裕生逐渐发
现这门学科奥妙无穷，研究也“越钻越深”。1950
年，在马杏垣教授的带领下，他参加填制了人生
中第一幅 150000 地质图———密云县镇罗营
幅；1951 年，在张炳熹教授指导下，他参加了第
一次矿区实习，与其他两位同学共同完成了对
鹤岗煤田的地质调查和储量计算工作。

1952 年，翟裕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
的北京地质学院担任矿床学助教。他参与了张
炳熹先生领导的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
究项目，共同提出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
被评为我国 60 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
果。

1960 年，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原拟派来讲授
矿田构造课的专家不再来华，国内矿田构造学
课程因此一时之间面临无师授课的危机。在此
关头，翟裕生被“临危受命”。

为了给国家“争口气”，他深入东北等地的
老矿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搜集典型事例。一
次，他独自在坑道内观测，研究兴起，全然忘记
了周围的环境。当他作完记录，前脚刚走过矿

口，采矿场内的矿石就“哗啦啦”地滚了下来，他
与“死神”擦肩而过。

经过辛苦调研，翟裕生带着一大摞第一手
资料返回学校。他系统地参照对比苏联和欧美
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编写讲稿，所授课程大受
学生欢迎。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陈毓川、李文达等
地质学者顶风前行，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
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研究，在 1972 年至
1976 年间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
矿特征。这一阶段的创新成果，对此后我国火山
岩区矿床研究起到推动作用，项目研究获 1978
年中国科学大会奖。

秉烛照人 以生为先

“无论处在哪个岗位，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热爱学生。”这是翟裕生经常说的一
句话。他对此同样身体力行。

1985 年，翟裕生从武汉地质大学调回北京，
主持地质学院二次建校，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
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首任校长。

彼时，一切百废待兴，学校教学硬件不足是
家常便饭。为了学生的健康，翟裕生决定把办公

楼让给学生做宿舍，和教师们迁到阴冷潮湿、供
暖条件很差的平房小院办公。部里拨了十万元，
按指标可以买一辆新“桑塔纳”做公车，他们舍
不得花，省下钱去装修教学实验室。学校住房困
难，翟裕生全家在筒子楼住了 18 年。

在翟裕生看来，热爱学生首先就要教好学。
“教学是个良心活儿。每一批学生、每一个班级、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点，应该对学生负责，因材施
教。”他常说。

教学 60 多年来，他的讲稿从未重复过。他
总是把科研中的新成果和经验纳入教学内
容，力争使授课内容既新鲜又实在，启发学生
的兴趣。

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他的第
一个博士生赵永鑫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因为担
心自己的研究观点和老师相左，迟迟不敢交给
他看。翟裕生知晓后便与赵促膝长谈，打消了他
的顾虑。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对就听谁的，没
有学生因此而冒犯老师的说法。”翟裕生说。为
了搞清楚具体情况，他特地再去矿山现场进行
了实地考察，发现赵的观点有一定依据，便支持
鼓励他将观点写入论文中，并出资帮助他将学
位论文作为专著出版。

至今为止，翟裕生教过的学生早已桃李满

天下。除本科生以外，单单硕博研究生培养人数
已至 76 人，博士后 10 人。如今，他仍在这个岗
位上乐此不疲地工作着。

愈老弥坚，探索不懈

“翟老师对科研的饱满热情和态度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他的弟子、地大副教授王建平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0 年，60 岁的翟裕生已功成名就，本可
以颐养天年的他再一次踏入新的研究征程。他
辞去了地大（北京）校长职务，继续耕作，近 40
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上的不倦探索使他进入科
研高产期。

据初步统计，1990 年以来，以他为主要作者
或主编的出版物包括《成矿系列研究》《区域成
矿学》《成矿系统论》《矿床学》等 15 部教材与专
著，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140 余篇（部），占
他研究成果总数的 2/3 以上。

1999 年，69 岁的翟裕生以其出色的科研成
果和高尚人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已近
古稀之年的他却仍不服老，依然没有停止探索
的脚步。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球科学不断朝系统化
的方向发展。翟裕生以其特有的敏锐科学洞察
力认识到，要想推动我国矿床学研究，也必须用
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矿床学研究，并将系统理论
引入成矿学研究。

2010 年，已至 80 岁高龄的他将成矿系统理
论和研究思想进行总结，出版了《成矿系统论》
一书，构筑了成矿系统理论基础，使矿床成因和
成矿规律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被同行广为
应用。

2012 年 10 月，翟裕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他 60 余年矿床学研究成果再
次得到肯定。他把 20 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赠给
了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青年教
师奖励基金。

“按理说，翟老师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但是他现在探矿的精神劲头比我们这些年轻
人还足。”对老师的“倔性子”，王建平颇为无
奈地说。

如今，已是 84 岁高龄的翟裕生仍不知疲
倦地奔波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线。他希望
自己可以再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科研骨
干；对自己已获得的科研成果再加以检验和
修正；对国家相关地矿工作提出建议，贡献力
量。

“科研是无止境的，是世代传承的。我希望
自己做好我这个环节的接力！”翟裕生说。

翟裕生：我还没完成任务
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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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农学的创始人
徐冠仁，江苏省南通县人。
早期从事水稻性状遗传、不
同类型水稻杂交和不孕性
遗传的研究，曾获自然科学
论文奖。致力于核技术在农
业上的应用，创建中国第一
个原子能农业利用的研究
机构，发起并组建中国原子
能农学会。他将高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引入我
国，培育出第一个高粱不育系和“原新 1 号”等优
良组合，为我国高粱杂种优势利用作出重要贡
献。2004 年 2 月 18 日逝世。

100周年 1914 年 3 月 7 日，徐冠仁诞辰

中国农业化学的奠基
者孙羲先生，安徽省安庆
人，193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农学院，1946 年被聘为农学
院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
土壤农化系主任，全国农业
化学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
土壤学会理事兼第一、二届
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孙羲毕生致力
于中国农业化学和植物营养学的教学和科研事
业，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农业化学教材，为中国农
业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农业化学专门人才
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0 周年 1914 年 3 月 7 日，孙羲诞辰

中国农业教育家、畜牧
学家张克威出生于 1901 年，
1919 年毕业于吉林市两级
师范学校。同年五四运动爆
发，张克威开始关注国家的
前途命运。他认为中国贫穷
落后是由于农业不发达，农
民贫困是不懂科学。所以，
他要走农业救国的道路。
1931 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建国后，
张克威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沈阳农
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上
世纪 50 年代主持苏联大白猪表现异常的研究，
并确定其为日本乙型脑炎，纠正了疑似布氏杆菌
病的错误结论，使大白猪在我国得以保留和推
广，成为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猪种资源。
后又主持育成良种“沈花猪”。 （周天）

40周年 1974 年 3 月 3 日，张克威逝世

“如今，廉颇老矣，夕阳西
下，自认并不后悔这一职业选
择，如有来生，下一辈子还做编
辑。”这是西北大学编审、博导姚
远在不久前的西北大学学报百
年庆典座谈会上的感言片语。

从 1980 年入学报从事科技
编辑工作至今，姚远可谓资深编
辑。“编辑要拿起两支笔，以红笔
为人作嫁，入道从业；以蓝笔修
炼内功，自强自立。”这是他在中
国科技期刊编辑界提出的口号，
而他自己也正是参照此言走过
了 34 年的科学编辑传播之路。

姚远的编辑人生，概括为两
点：一是耗青春干小事，主编了
一份学报，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
之路；二是亲身实践，提出了一
个口号，形成一个编辑成才和编
辑部建设的模式。

以红笔为人作嫁

1980 年，年尚 25 岁的姚远，
放弃担任陕西省学联主席的机
会，从学生工作岗位调入西北大
学学报编辑部，做了一名普通的
科学编辑。

在最初的两三年里，条件艰
苦，姚远独自一人承担了《西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征

稿、初审、请专家复审、编辑、校对、印刷和发行等
重担。

当时，铅排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难度很大，文
种多，符号复杂，印数亦不过 2000 多份，故西安有
规模的印刷厂谁也不愿印刷。姚远只好找到远郊
秦岭山脚下的一家军校印刷厂，每期学报的印制
至少要跑三四趟。每遇学报发稿、校对，他总是清
晨五六点赶远郊班车，在厂里与工人师傅一起找
铅字、改版、搬运、校红，晚上匆忙赶回西安，误了
班车就只好拦卡车。

繁重的工作占去了姚远的所有精力，甚至旅
行结婚回来一下车就冰天雪地地去给教授们登门
分发校样。有一次，他连续工作 48 小时，以致晕倒
在地而磕掉门牙，口内缝了七八针。

就这样，姚远硬是凭着一股对学报事业的热
情和责任感，一步一个脚印。他先后历任学报理科
编辑室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主编。
他将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西北大学学
报》出版事业，编辑部也从独自一人到先后调入和
带出 10 余名编辑，并提出了“立足世界科技发展
前沿，展示西部科技文化风采，兼顾理论探索与应
用开发，崇尚学术争鸣与创新求实”的办刊宗旨，
将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学报办成了全国优
秀科技期刊、教育部优秀学报一等奖和首届全国
高校精品科技期刊。

多年来，姚远先后接触和指导作者 9000 余
名，编辑或主编学报 200 余期，发稿 9100 余篇，总
字数 7200 余万字。发表了李政道、丁肇中、丘成
桐、王选、吴文俊等 20 余名院士，以及傅种孙、李
赋都、何炳郁等一批著名科学家的论文。

以蓝笔安身自立

姚远常言：拿好红笔，必须有拿蓝笔作为底
气，否则就像一只不盛东西的袋子，只能匍匐于
地，难以直立，也难以挺起胸，站得直，肚里没货，
眼里没水，又何谈做好编辑！所谓“打铁先要本身
硬”就是这个道理。

姚远以蓝笔安身自立的最重要成果是倾尽心
血，先后在《编辑学报》《中国出版》《中国科技期刊
研究》等刊发表了 220 余篇学术论文，完成了《中
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两
部合计 150 余万字的专著。

其代表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开创了一个
新的研究领域，对清末和民国间的 2100 余种科技
期刊特别是 500 余种大学科技期刊作了历史性论
证，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技期刊史”。这既是科学
技术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又是新闻传播学研究
的一个新方向，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反响。英国剑桥
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与我国台湾合办的

《中国科学史通讯》发表书评誉其为填补空白之作
和开辟了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姚远仍然兼任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
播科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
中心及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等。

“不盛东西的袋子是站不直的。”这句古希腊
的名言成了姚远对师从自己的研究生、博士见面
时必讲的一句话。他向记者进一步解读，“人生必
须有意义地生活，因为人的生命极为短暂。一个人
必须终生不断地学习，用知识充实自己，否则在社
会上就难以站直了！就像不装粮食的、干瘪的袋子
一样匍匐在地，趴在墙旮旯角，在生活中毫无用
场，非但无用，甚至还可能污染环境”。

年近六十的姚远，以 34 年的大学学报编辑人
生经历注解着这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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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一部小说曾风靡一时，并且被拍成
了电视剧，那就是麦家的《暗算》。

既然是小说，自然有些演绎，然而，这部作品
情节曲折，悬念诡异，吸引了很多读者和观众。其中
也不乏科学院的老中青们，他们看这部作品时，除
了啧啧以外，还多一点儿额外的兴趣，那就是推测
一下谁是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因为假如真的有一
个类似“701”的机构，那中科院数学所肯定和它脱
不了干系，这儿荟萃着一干专家，算得上是中国密
码研究的一个“老巢”，而且，《暗算》里面确实提到
了从数学所调人的经过。

无论事实如何，还是不免有好事者乱猜，对
号入座。其中，对那位从数学所被抓了丁的“黄依
依”，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黄依
依的原型，很可能就是信息安全国家实验室的戴
宗铎研究员。

相信戴宗铎本人听到这样的说法，必会摇头
苦笑。

戴宗铎，江苏人，长期在科学院从事密码研
究，成就斐然，放到麦家所说的年代，她正是“黄依
依”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难怪有此说。实际上这纯
粹是捕风捉影，以我的了解，戴宗铎和黄依依的相
同之处，也就是气质比较洋派，并且有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罢了，除此之外，她们绝无相似之处。而且，
如果麦家笔下的黄依依真的基于戴宗铎，那以他的
文笔，是绝对不会放过戴宗铎的那一半———杨君
辉研究员的。

杨君辉和戴宗铎在密码界是著名的“夫妻
店”，如同《神雕侠侣》中君子剑与淑女剑的传奇
人物。

不过，在少年时代我的眼睛里，根本想不到杨
君辉和戴宗铎是什么“学术权威”。戴宗铎在数学所
绝没有“黄依依”那样的特立独行。早年，戴宗铎最
让人羡慕的，是她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小家。她的丈
夫杨君辉长期和我父亲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家里外
头一把手，记得当时随我娘到杨君辉家，看到他家
收拾得整齐精致，回来后我娘大叹不如，也想照样
做起，可惜仅仅坚持了三五天。

那个时代“老九”们干活上了瘾常常把事情
带到家里来，我父亲这儿就是这样一个“窝点”。
大家都不富裕，到了饭点我娘或者哪位手痒痒的
研究员炒上一盘鸡蛋，弄几张大饼卷了，就能宾
主尽欢（更多的时候是到吃饭的时间就纷纷散
伙，大家都是文化人，不好意思落下蹭饭吃的名
声）。而话题也就不时从工作转到孩子升学、物价

波动等等上面去。这时候，各位研究员的表现就
各不相同：何育赞是说话先搔头，张寿云老看表

（可能是怕太太上门来抓），杨耀武喜欢花生、瓜
子、核桃等一切带皮的小食品。几对夫妻则表情
各异，充分显示家中的风格不同———我父亲是大
炮，我娘是机关枪，一个有质，一个有量；项可峰
是“大弦嘈嘈如急雨”，杨立芝是“小弦切切如私
语”，夫唱妇随；戴宗铎听得多说得少，杨君辉则
嗓音洪亮，和后来当了唐老板的唐有三大唱对台
戏，这两个人一个福建一个广东，虽然说的彼此
能明白，但外人看来简直是鸡同鸭讲……

加上一个听话的小姑娘，杨君辉、戴宗铎的
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哪儿知道这表面文质彬彬的两口子，在密码
研究的领域里，却堪比“黑风双煞”，是国际上相当
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对传奇搭档。

杨君辉也是研究密码的，而且名气比戴宗铎
还要大。在数学所一提到密码，大家总是想到“西
安事变”，原因就是数学所章照旨、杨君辉这两位
大拿的名字连着念起来让人想起救国领袖“张杨
两将军”。

有的时候，一加一不见得等于二，夫妻同在一
个领域未必学术上就一定是双倍效应，其中一个依
靠另一个的情况在所难免。

然而，杨君辉、戴宗铎却恰好是一个一加一大
于二的例子。原因是这二位的研究领域既相关又有
所不同。戴宗铎专注密码的算法，而杨君辉恰好研
究怎样把算法用计算机来实现。

在近代建筑学史上，有一对模范夫妻，那就是
梁思成和林徽音。林徽音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

设计者，她的灵气无与伦比，然而，据熟悉
她的朋友讲，林徽音作设计是和梁思成搭
档的，林徽音从来只画草图，至于怎样变成
建筑蓝图，则是梁思成的事情。

如果说林梁合作，属于珠联璧合的典
范，那么，杨戴组合，就该称作“前店后厂”
了。在这个领域想挑战他们两位，你都要掂
量掂量，如果不是在算法和计算机两方面
都有极其出色的能耐，还是放手的好。找俩
专家合作来挑战行吗？答案还是不行。人家
两口子睡到半夜来了灵感都能起来讨论解
决问题，或者杨君辉觉得挠头的时候戴宗
铎肯定可以用不给他中午饭吃来要挟，随
便弄两个专家，能做到吗？

于是，我们都很钦佩而且羡慕他们。他们
的小姑娘年龄比我们小一些，便被大家视为小妹。
一不留神，小妹发来的照片上，居然也出现了小家
伙，你不能不感叹时光过得真快。

有一天和家里电话联系，忽然就听到一个噩
耗———杨叔叔去世了。

一时难以相信，杨君辉紫棠色的健康面色在
眼前一闪，一年多以前，他还来过日本。虽然在科学
院这个圈子里“英年早逝”是经常听到的词句，但以
他的身体和性格，真是不该。

然而，这确是真的。杨君辉因为身体不适，发现
有黄疸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论却是肝癌晚期。

那一段时间，我娘很担心戴宗铎，怕她受的
打击太大，他们夫妻的感情太好。有相当的一段
时间，戴宗铎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的担心
就越发沉重。

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戴宗铎到彼得堡去参
加国际密码学年会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戴宗铎的论文在年会上
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在那届年会的论文集中占
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会上，发表完这篇论文演说
后，戴宗铎放下手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
这篇论文中，包含了她和她爱人杨君辉研究员两个
人的研究成果，可惜，他再也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
了。回答戴宗铎的，是全场的肃然，而后持续而深沉
的掌声。

去年九月，我回到北京，在家门前遇到经过的
戴宗铎。她问起我的生活情况，也说起小妹。抬起
头，看到她的目光平静如水。

那天，戴宗铎先生，正在去给她的研究生上课
的路上。

记忆

中国密码界的传奇夫妻
姻萨苏

他曾有
一个理想，一
生研究 500
个矿床，这个
数字现在已
达450多个。
他说他还有
40 多个矿要
看……

杨君辉和戴宗铎，在密码研究的领域里，堪比“黑风双煞”，
是国际上相当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对传奇搭档。

翟裕生在矿上

姚远

晚年的戴宗铎


